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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

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

份认同 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

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

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

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

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

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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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

趋紧张，各大城市逐渐由“增量规划”向“存量规

划”转型，掀起了城中村改造的热潮。然而，大规

模的城中村改造往往强调经济效益（刘宣，2010；

叶裕民，2015；郭友良 等，2017），忽视了改造背

后的社会效益（谭肖红 等，2012；Lin, 2015），造

成了村民再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身份

认同留存等市民化滞后问题（刘晔 等，2012；黄文

炜 等，2015；王娟，2015）。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进

程缓慢不仅会造成城镇化社会成本过高和公共资源

浪费等问题，更有可能会激化村民和市民之间的社

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人本主

义”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深入了解城中村改

造后村民市民化滞后问题的根源，完善城中村改造

政策，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

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的共同推进与相

互衔接。它不仅指代农业转移人口在生活空间与社

会身份方面的非农化转变，更伴随着市民权利的获

取、角色意识的重塑、行为与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

（杨菊华，2009）。市民化过程不仅需要政府与社会

各界的外部“赋能”（empowerment）——通过制度

等赋予个体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权益，更需要个体

的自身“增能”——在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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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习与适应的能力，从而实现社会角色的全面

转型（郑杭生，2005）。实际上，市民化是农业转

移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而社会融合理论最早源于

西方国家关于跨国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同化和融合研

究，其中同化论（assimilation）、区隔融合论（seg‐

mented integration） 和多元文化论 （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的影响较为深远 （Park, 1939;

Gordon, 1964; Portes et al., 1993）。同化论指出，经

过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以及文化融合等

互动过程，移民或少数族裔最终会融入到主流社会

（Park，1939； Gordon， 1964）；在此基础上区隔

融合论进一步补充与发展，认为由于第二代移民在

身份认同、文化适应等方面都与第一代移民存在较

大差距，他们的融合过程与结果往往更为复杂，而

非简单的递进关系（Portes et al., 1993）；而多元文

化论则指出，移民在重塑其身份认同、适应当地文

化的同时，仍然会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在迁入地

形成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Portes et al., 1980）。这

些针对跨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理论与研究框架都为

探索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内不少学者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或市民

化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与测量维度。如 Wang 等

（2012）认为社会融入应当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

身份认同三方面，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融合有助

于流动人口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形成；周皓

（2012）认为收入与住房、语言与外表、心理观念、

社会交往与参与、互动与接纳等对于流动人口的社

会融入至关重要，并归纳得出经济融合、文化适

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的五维度；杨

菊华 （2018） 认为市民化可以大致归纳为角色身

份、公民权利、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4个维度，各

个维度之间相互渗透，制约或推动各维度的发展。

尽管学界对市民化尚未有一套系统的测度体系，但

不同学者对市民化的测度具有一定共性，主要可以

概括为 4个维度：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

融合和身份认同。

经济融合主要包括就业状态和经济收入，是指

个体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平等的就业机会，是其立足

于城市社会之本；社会文化适应包括行为方式和价

值观念，是指个体对所处的城市社会新环境的适应

和对自身行为与思想的调整；结构融合主要以社会

交往与参与为标志，指个体社交网络的向外扩展和

社会资本的多元化积累，充分反映了个体融入城市

社会的程度；身份认同则主要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

的认识和情感归属，以及其身份认同得到社会的广

泛认可和接纳，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核心 （杨菊

华，2009；2018）。

当前大部分市民化研究主要聚焦于乡-城流动人

口和城郊失地农民两类城市弱势群体（王桂新 等，

2008；杨菊华，2009；黎智辉 等，2013；梁梦鸽

等，2014；应婉云 等，2015；申明锐 等，2016）。

已有研究表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排

斥、人力资本匮乏、社会资本不足、社会参与缺失

和外界的歧视等结构性和主体性因素共同导致了流

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缓慢 （王春光，2006；任远

等，2012；Yang，2013；杨菊华，2015）；尽管城

乡二元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性因素起一定制约

作用，但失地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因素 （如心理认

同、角色意识等）才是制约其完全转变为市民的主

导因素（李永友 等，2011；文军 等，2011；冯健

等，2017）。随着城中村改造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

规模推进，有学者开始关注城中村村民在改造后的

市民化进程问题（刘晔 等，2012；阮梅洪，2014；

王娟，2015；叶裕民，2015）。但该类研究多局限

于对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现状的陈述，缺乏运用

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在更深的制度与社会

文化层面上分析村民市民化困境的根源。

近年来，有学者从中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布迪

厄 （Pierre Bourdieu） 所提出的场域理论 （Field

Theory）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市民

化问题，过往的研究认为，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冲击

着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由各种社会关系

网络所构成的场域处于一种动态更新的状态；而在

特定场域内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群体属性的惯习使

人们往往表现出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并对农业

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形成了阻碍，实际上，社会融

合与市民化就是人们的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双向互动

过程 （张慧 等，2014；肖云 等，2015；张红霞，

2019；唐云锋 等，2019；祝仲坤 等，2019）。在布

迪厄的理论框架中，场域、资本与惯习是其解释个

体实践活动的3个重要工具概念（Bourdieu, 1977）。

个体的实践活动往往同时受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

双重影响，只有将个体置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空间

中，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相结合，跨越

“行动—结构”的二元对立（谢小芹，2019），才能

充分理解其行动与决策的逻辑，避免陷入基于现状

陈述的循环论证中。在城市发展中，城中村这类都

市村社共同体呈现出有别于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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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推倒重建式的城中村改造重构了既有的

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复建房社区这一特殊场域对

于村民资本与惯习的变化仍有待深入考究。因此，

本研究以猎德——广州首个整体改造的城中村为

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从布迪厄的场

域理论出发，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在经济融合、社

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 4个维度上村民

的市民化水平如何？什么原因导致了村民市民化进

程滞后？以期为推动城中村改造、促进改造后的村

民市民化进程、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

参考。

1 研究案例与资料来源

1.1 猎德改造和猎德复建房社区

猎德地处广州市中心城区（图1），由于城市空

间的扩展，1994年猎德村的农田已被全部征用于珠

江新城建设，完全转变为“都市中的村庄”。2002

年，猎德村成立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现撤村

改制。2007 年 10 月，猎德村开始全面拆迁改造，

成为广州市首个进行整体改造的城中村。2010年，

项目顺利完工并实现回迁，改造后的猎德复建房社

区由 37栋 26~42层不等的高层住宅组成，逾 6 000

套的回迁房中有 2/3可供出租，吸引了周边上班的

白领一族以及早年迁出猎德的广州市民入住。改造

前，全村户籍人口为7 865人，共计3 167户，外来

人口约合 10 000人（刘晔 等，2012）。2018年，猎

德社区有户籍人口7 329人，共计3 035户，占社区

总人口的 46.5%；流动人口 8 449人，占 53.5%。与

改造前相比，改造后新入住的群体普遍拥有更高的

学历和经济收入，猎德村改造不仅带来了物质环境

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空间与社会结构的

变化。

1.2 资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描述性

统计和质性分析开展研究。资料来源于课题组2013

年 3月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的问卷调查，采用入

户调查和代填式问卷调查的形式，根据门牌号随机

抽取入户家庭，并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受访者。

最终派发问卷 280份，回收有效问卷 271份，有效

率96.79%，其中猎德村民（即在征地后仍保留村籍

者）共 98人。此外，课题组于 2011年 3月至 2018

年 2月期间，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长时序的跟踪

调查，并通过滚雪球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最终完

成 39 份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社区工作人

员、猎德村民、社区内的其他业主和租户（包括广

州市民和外来人口）。访谈对象年龄为18~81岁，并

且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居住时间≥3个月。由于大部分

村民对外界存在较强的防备心理，参与长期跟踪调

查的意愿不高，因此难以开展第二轮问卷调查来对

比前后数据。

2 “场域-资本-惯习”与猎德村民市
民化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

的客观系统，社会的高度分化形成了许多具有相对

独立性的场域，一个场域就像一种游戏，有其独特

的运作逻辑（图2）（Bourdieu et al., 1992）。在每种

“社会游戏”中，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是其在场域中

竞争力量的象征，这些资本可以进一步地细分为经

济、文化、社会和象征性资本 4种类型。由于场域

的相对独立性和运作逻辑的差异，不同的资本在不

同场域内的价值有所差异，而个体之间的资本差异
图1 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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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场域的运作。资本的数量与结构支配着个体

的行为与决策。同时，个体通过实践维持或增加资

本，改变自身在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和地位，并且对

场域的结构以及运作逻辑施加影响；个体在实践活

动中不断地形成行为倾向系统——惯习，从而使得

惯习和场域处于持续更新的状态之中。与“习惯”

不同，惯习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特征背后的文化与结

构性因素（孙炳耀，2013）。场域总会潜移默化地

对个体施加影响，在场域的塑造下惯习将社会结构

与制度身体化，并通过感知、思维、行动逻辑等无

意识地支配实践活动，使得个体的实践活动往往受

限于所处的社会背景（Bourdieu, 1990）。惯习、资

本与场域三者间的互动构成了个体实践活动的逻辑

（崔思凝，2017）。

对于已完成城中村改造并原址回迁的猎德村民

而言，复建房社区是具有地域性、社会性的特殊场

域，是村民融入城市社会的组织载体和社会空间场

域（唐有财 等，2017；唐云锋 等，2019；祝仲坤

等，2019）。村民市民化进程的四维度——经济融

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分别与布

迪厄所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惯习、社会资

本、象征性资本相对应；市民化四维度的变化与城

中村改造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变更密不可分。只有将

村民置于他们所处的社区场域中，同时考虑到宏观

环境、结构、个体能动性等要素，分析村民在场域

内的资本与关系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村民的行动

与实践逻辑，探讨改造后村民的市民化问题。

2.1 场域——村社共同体的延续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城中村村民等已进入城市生

活的特殊群体权利高度附着的独特场域，也是城中

村村民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新型社会空间”（蓝宇

蕴，2005）。回迁后居委会与街道办分担了部分社

会与党群职能，承担起社区居民的民政与民生工

作，不断完善猎德村民的社会保障，确保村民作为

城市居民的基本权益。然而，猎德村民对村社共同

体这一场域仍然具有高度依赖性，并体现在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在基层管理架构和社区服务方面，

猎德村于2002年成立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并建立

居委会，并在回迁后由猎德集体公司成立锡惠物业

管理公司，但集体公司至今依然承担着社区管理与

建设、社区服务以及学校建设等工作，并在社区管

理费用方面给予村民优惠。在村民的生计来源方

面，猎德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和收入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猎德集体公司。猎德集体公司旗下的锡惠

物业管理公司仅面向村民招工，吸收了村内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极大地缓解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同

时，村集体分红在改造后大幅提升，成为了许多失

业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经济

保障。尽管居委会、村集体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分

担了不同的社区管理与服务职能，但实际上物业管

理公司在资金运作、组织架构等方面依然依附于村

集体公司，且村民对三者的职能分工较为模糊，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仍然首先向村集体公司寻求

帮助。在改造后，这种拟家长制的全面关怀以及利

益相关型的模式依然延续下来，并通过城中村改造

注入了新的活力，村集体物业的业态提升与产业结

构升级使得村集体收入与村民分红大幅上涨，同

时，村集体旗下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的大部

分职能，使得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更加难以割裂，

对村集体仍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性。尽管场域

具有自我调节与更新的能力，但这种排他性和封闭

性较强的利益共同格局使其缺乏社会延展性，在城

中村改造的冲击下依然延续着过往村社共同体的特

定行动逻辑（蓝宇蕴，2001）。尽管在市民化初期，

村社共同体在复建房社区的延续有助于村民适应并

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角色转型的顺利过渡。但从长

远来看，这样的机制并不利于村民突破目前所遇到

的市民化发展瓶颈。

2.2 资本——积累不足与转化不畅

2.2.1 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指能够快速且直接转

场域

惯习 资本

实践

支配

施加
影响

支配

生成 积累

形塑 定义

构建 动力

 

图2 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Bourdieu等（1992）整理并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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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金钱或以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资本，主要包

括收入和财产两种形式（Bourdieu, 1986）。猎德村

改造之后，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分红、房屋租

金等）大幅增加，但其工资性收入在改造之后没有

显著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村民自身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不足，导致他们只能从事次属劳动力

市场中的工作，工资性收入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改造后财产性收入的大幅提升，抑制了

村民到社区外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刘晔 等，2012）。

此外，由于村民选择保留复建房的集体土地性质，

产权固有的残缺性使得村民所拥有的房产存在流通

性较差的问题（Li et al., 2014），村民无法通过正规

渠道出售自家房产，其房产难以变现为可流通的经

济资本。

2.2.2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

源的占有，从而使得自身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

中占据优势；其不仅包括对个体的教育与培训投

资，更涵盖了早期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影

响（Bourdieu, 1986；宫留记，2010）。

在学校教育与培训方面，与市民相比，猎德村

民缺乏良好的教育，学历普遍较低，就业技能不

足。尽管政府曾经在改造后为猎德村民提供过技能

培训，但多数村民没有意识到再教育的重要性，对

参与培训缺乏积极性，导致许多村民在改造多年后

依然深陷“素质低—就业难—收入低—文化资本投

资低”的恶性循环，这在40岁以上村民身上尤为突

出。尽管40岁以下、已步入社会工作的村民大都意

识到教育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受到祖辈

文化资本缺失以及观念延续的影响，他们难以仅仅

通过再教育以及就业晋升为中产阶级。

与学校教育不同，早期家庭教育不仅是一种后

天的自我积累，更取决于出身家庭的文化资本厚度

和质量，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代际传承（朱

伟珏，2007）。显然，受早期家庭教育影响的文化

资本不是城中村改造这一特殊事件就能够轻易改变

的。对于已踏入社会工作的猎德村民而言，他们出

身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父母对家庭教

育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从原生家庭积累和传承的

大多数是具有小农意识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而

这类文化资本无助于村民市民化的提升，更无法通

过城中村改造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

方式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与市民群体的密切接触和

互动交往。

2.2.3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已制度化

的相互认知的持续性社会网络，获得实际或潜在的

社会资源（Bourdieu, 1986）。根据社会网络成员的

同质性/异质性，帕特南（Putnam, 2000）将社会资

本分为黏合性（bonding）和连接性（bridging）两

种类型：黏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保持现状，但同时

也将个体限制在小范围的社会圈内；而连接性社会

资本有助于获得更多资源。对于猎德村民而言，虽

然全面改造对其原有的社会网络造成了冲击和破坏

（陶伟 等，2015a；2015b），但原址回迁的改造模式

以及排他性较强的社区活动使村民能够快速地重新

构建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不断强化同村宗亲

内部的黏合性社会资本。然而，以地缘或血缘等初

级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交往，使得村民在日常生

活中较少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打交道，难以

积累连接性社会资本，其实质依然是乡土性而非城

市性的（唐云锋 等，2019）。狭窄的社会接触从长

远来看保留了村民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阻碍了村

民的市民化进程。尽管猎德改造为村民提供了与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市民打交道的机会，但由于村民

和市民之间在心理上仍然存在着一堵“看不见的

墙”，而且市民极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因此村民

与市民的毗邻而居并不会实现村民连接性社会资本

的积累。

2.2.4 象征性资本 象征性资本是由其他资本转化

而成的一种无形的资本，包括了个人的名誉、信用

等多种形式（Bourdieu, 1977; 1990）。在回迁之后，

猎德村民的社会形象总与“土豪”等负面标签相

连，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形成了社会舆论对村民身

份的“污名化”。除了贴标签以及形象的固化外，

污名化更会导致群体的隔离、地位丧失以及歧视

（Link et al., 2001）。猎德村民的象征性资本因社会

的污名化而遭到贬损，单一的负面标签在心理层面

将村民推向城市社会的边缘，在完成改造后，他们

依然没有感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尊重以及对其市民

身份的认可，使得村民在情感上与城市社会疏离，

对其社会身份含糊不清。

2.3 惯习——自我驱动的匮乏

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是社会结构在个人

身上长期积淀的结果，并且能够自由地生产思想、

感知、行为等产品（Bourdieu, 1990）。虽然惯习具

有稳定的特质，但并非恒久不变，个体通过实践经

验捕捉社会变迁，潜移默化地对惯习产生影响。

相对于迅猛的社会变迁，惯习的变化具有滞后

性，惯习会基于历史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往的实践经

985



40 卷热 带 地 理

验，对外界的刺激进行过滤和筛选，从而构建感知

与行动的框架，表现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

倾向（Bourdieu, 1977）。猎德改造回迁后，年纪较

大的村民依然固守原有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

是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个体的身心图式对外界刺

激的敏感度会不断降低。惯习还具有“场域根植

性”，当惯习脱离了原来的场域后就可能会产生

“不合拍”的问题。村社共同体的延续使得猎德村

民的惯习在回迁后并未出现明显不适，在社区这一

特定范围内，他们原有的一套行动逻辑仍是可行和

合理的，原地安置并整体回迁的改造模式没有催生

出村民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在以惯习

为基准的理性选择中，人们会保护自己，使自己尽

可能处于一个预先适应的环境中（Bourdieu, 1990）。

改造后，村民的经济决策、交往对象的选择等等都

是一种安全策略，是村民在改造的冲击下为自己划

定的保护圈，但保护圈限制了村民与城市社会的信

息和资本交换。但同时，猎德村改造改变了原本的

社会环境与结构，使得部分村民在城市化的冲击以

及市民群体的示范作用下，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等方面发生一定转变，逐渐向市民角色靠拢。

3 猎德村民市民化水平分析

城中村村民市民化是多层面全方位的进程，从

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以及身份认同

4个维度，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材料，对村民

的市民化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3.1 经济融合层面

从表 1来看，在经济收入方面，得益于改造带

来的居住环境改善，41.80%的受访村民选择将物业

出租，村民的房屋租金收入平均可达 6 301.20 元/

月，较改造前的每户 800元/月有大幅上涨；同时，

由于集体物业的业态提升，村集体年收入也从改造

前的 1亿元提升至 5亿元，有村籍者平均每年可获

得16 912.70元的集体分红。但由于受教育年限以及

再教育培训的参与度较低（11.40 a；20.40%），猎

德村民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地

位。例如，许多村民只能从事社区保安、快递员等

专业化程度低、可替代性强的工作，人均家庭月收

入仍处于较低水平（3 642.30元）。此外，改造所带

来的房屋租金上涨也助长了村民好逸恶劳的心态，

许多40岁以上、仍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选择以出租

房屋谋生。在猎德村民中，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食

利者和无就业者各占近 1/3，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食利一族。

3.2 社会文化适应层面

在行为方式方面，有 81.63%的受访村民认为

其生活方式与市民群体相同或相近，这与村民和其

他社会群体的长期接触密切相关。在改造之前，由

表1 2013年猎德村民的基本特征与市民化状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and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from Liede

指标

样本容量

平均年龄/岁

性别/%

婚姻状况/%

年均分红收入/元

房屋出租情

况/%

月均收取总租金/元

受教育平均年限/a

技能培训/%

职业/%

人均家庭月收入/元

社区公共活动参与（1~5）

交往意愿（1~5）

对村民生活

方式的

看法/%

日常生活

求助

对象/%

现居住地/%

对村民身份的

看法/%

经济状况

自我

评价/%
社会地位

自我

评价/%

男

女

已婚

未婚/离异/丧偶

无

有

参加过

未曾参加

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食利者

无就业

完全一样

很多方面一样

很多方面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家人

亲戚

邻居

同学/朋友

同一家庭

猎德社区

广州市内，猎德社区外

农民

市民

说不清

变好

没有变化

变差

变好

没有变化

变差

均值/占比

98

44.40

40.80

59.20

77.60

22.40

16 912.70

58.20

41.80

6 301.20

11.40

20.40

79.60

2.00

11.20

6.10

5.10

0.00

4.10

34.80

36.70

3 642.30

1.98

3.91

34.69

46.94

15.31

3.06

32.29

33.34

20.83

13.54

15.62

72.92

11.46

13.27

61.22

25.51

64.29

31.63

4.08

29.59

70.41

0.00

注：1）社区公共活动参与程度通过“您认同‘我经常参与社区

的公共活动’的说法吗”进行测度；2）交往意愿通过“您愿意与

广州市民交往吗”进行测度。

986



潘卓林等：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6 期

于猎德村良好的区位条件，猎德村民能够在与广州

市民的接触中逐渐习得市民的角色行为；而城中村

改造使居住群体发生了较大变化，新住户的个人素

质、学历等各个方面均有所提高，在日常生活中能

够为猎德村民起良好的示范效应。但在访谈过程

中，不少年纪较大的村民也表示，一些固化的生活

习惯依然难以改变，短时间内他们难以消除农民身

份的烙印，与市民的角色行为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强，而且我们这里都是城

市中心，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城市，他们的生活

方式各方面都和市民一样了。我们老一辈始终耕过

田，许多方面都很难适应改变。”（No.7，猎德村民

林女士，55岁，2011-04-05）

通过社会接触以及集体社会化等途径，个体能

够从邻居习得社会规范，从而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

方式（Galster, 2012）。与行为方式不同，价值观念

的改变与形成难以通过简单的观察与模仿实现，对

于猎德村民而言，与社区内其他群体的互动和交往

有助于其接受现代化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促进观念

的更新与转变：

“现在很多出去的亲戚都回来了。比如我表哥

就是重新搬回来住的。很多事情我都会向表哥请

教，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比我们这些‘洗脚

上田’的农民懂得更多。他们确实比我们考虑得更

全面、更长远。之前村里鼓励我们购买养老保险，

我本来是不想买的，交那么多钱等到老了才可以领

养老金。但是，我的堂姐 （回迁后搬入的新居民）

就劝我买。现在想想，还好当时买了，起码以后每

月可以领几百块，儿女的负担没那么重。”（No.14，

猎德村民梁先生，44岁，2011-03-10）

尽管新迁入的大部分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与猎

德村民之间关系较为淡薄，但部分早年迁出猎德后

又迁回的市民群体由于亲缘或原有地缘关系，与猎

德村民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交往，潜移默化地向村

民传达渗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3.3 结构融合层面

在社区参与方面，猎德村民的公共活动参与度

处于较低水平（1.98），这主要由于改造回迁之后，

社区内的公共活动大幅减少。在社会交往方面，猎

德村民与广州市民的交往意愿较高（3.91），在主观

上存在着较强的结构融合意愿。然而，各群体之间

仍存在固有的观念差异并且缺少互动接触机会，仅

有的社区活动如划龙舟、开年饭等仅面向猎德村民

及其亲友，具有较强的内倾性和排外性，大部分居

住在复建房社区但不具有村籍的社区居民难以参与

其中，村民和市民等新住户的居住混合未能实现不

同群体社会网络的相互融合：

“我觉得这个社区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整个社

区分成了两个群体——村民和租户。两个群体之间

好像有一道隔阂，彼此间没有信息的交流。譬如划

龙舟这些活动，都是村民那边搞的。他们其实可以

邀请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参加。我们发现参加这些活

动的人都是村民以及他们的亲友，像我们这些租户

根本没人邀请。村民的群体比较封闭，只有通过各

种社区活动使得社区关系变得融洽，才能形成良性

的循环。”（No.23，外来人口孔先生，35岁，2012-

04-22）

“我觉得我和本村的人交往还是有困难的。最

主要的因素是观念和心态上的不同。他们更讲究这

种传统的宗亲关系和地域关系，认识的大多数都是

本村的人。我平时在电梯里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

也会有回应；但如果要有深层次的交往，这就十分

困难了。”（No.24，广州市民张女士，56岁，2013-

03-17）

村民的社会网络在回迁多年之后仍立足在宗亲

关系之上，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有 65.63%的

受访村民选择向家人或亲戚寻求帮助，其中有

88.54%的对象居住于同一家庭或社区，村民的日常

社会交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并且依附于社区中，未

能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社会网络的向外拓展与

深化：

“来这里租屋的人都是白领人士，都是自己走

自己，不会跟你打招呼；有个别有礼貌的人会打打

招呼，借东西也会，但是都很少。人际关系演变不

大的，往来基本都是原来的村民。”（No.27，猎德

村民古先生，35岁，2018-02-23）

3.4 身份认同层面

在社会身份方面，超过60%的猎德村民认同自

身的市民身份，但仍有 25.51%的受访村民难以判

断自身的社会身份。这些村民对身份的认识模糊主

要由于“损失厌恶”的心态，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着

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村民普遍对政府、开发商和

村委不信任，认为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征收和改造

的过程中获取了高额的收益，侵占了自身利益；随

着周边地区的快速建设与发展，村民的“损失厌

恶”感愈发强烈，抑制了村民向市民角色转变的主

观能动性，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新角色（谭肖红

等，2012；阮梅洪，2014）。同时，农民身份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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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利益已日渐超越市民，城市居民户口的吸引力已

不如过往，村民转变为市民角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也大幅削弱。此外，村民的社会地位未能与经济状

况实现同步提升，有 64.29%的猎德村民认为改造

带来了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但 70.41%的猎德村

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改造后没有发生太大变

化。尽管村民在改造后获得了经济补偿，但由于人

力资本的匮乏，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社会地位难以

在改造后实现跃升（Qian, 2017）。

4 结论与建议

从基于“场域—资本—惯习”的场域理论框架

来看，猎德复建房社区是“新”村社共同体这一特

殊场域的实体空间，是村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社会空

间场域，城中村改造为社区管理模式等带来了新变

化，但村集体公司未能在改造后实现“减负”，承

担了大量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服务和生

计保障职能，所设立的物业管理公司实际上未能剥

离村集体公司所承担的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处处

延续着过往由村集体公司主导的运作体系。村民与

村集体形成了排他性、封闭性较强的利益共同格

局，村民的各类资本高度依附于“新”村社共同体

中。同时，村民面对社会转型时在行动与决策上寻

求安全策略，“守护型”的经济策略和同质化的社

会网络等因素导致其资本结构与数量没有发生太大

变化。场域的结构在实质上并未随着物质空间的改

造而发生重构，各方利益群体的资本处于一种相对

平衡状态，并未催生出村民主动适应新环境、重新

构建场域结构的内生动力，其惯习没有实现根本性

转变。尽管村民在改造回迁后已基本完成外部“赋

能”，实现基本市民权益的保障和居住空间的转移，

并且居住群体的更替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为村

民带来了良好且持久的示范效应，使得村民的市民

角色意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但从市民化的 4个维度来看，迄今许多

村民尚未实现自我“增能”、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未能从根源上得到解

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年轻一辈能够快速适应

城市社会，但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

在结构融合层面，村民与其他群体缺少交往互动的

平台，其社会网络难以向外拓展；在身份认同层

面，村民的社会地位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

升，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

猎德村改造以广州市举办2010年亚运会为契机

得以快速并顺利推进，尽管其改造模式和实施流程

与其后的冼村、杨箕村等改造项目较为相似，但该

项目的实施效率不可复制。“猎德模式”不仅被社

会各界诟病为“造富”运动，也因其过高的容积

率、不合理的楼宇设计和村民与城市生活的不相融

而引起担忧，但作为广州市第一例由开发商介入的

城中村改造项目，猎德村改造依然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谭肖红 等，2012；黄文炜 等，2015）。各地

和各村的改造模式都因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

治理方针、市场参与程度、村集体组织能力等而有

所差异，与“政府主导，村为主体，市场参与”的

“猎德模式”相比，在“政府引导，开放商与村民

和村集体联盟”的珠海山场村案例和“第三方”群

体参与的深圳湖贝古村案例中，村民和村集体以及

非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积极

性，维护自身与公共利益的意识有所提升，也更加

重视改造的社会意义（郭友良 等，2017；刘强 等，

2019；张泽宇 等，2019；章征涛 等，2019）。近年

来，广州掀起了第二轮城中村改造的热潮，无论是

三元里等城中村的微改造模式，还是沥滘、笔村等

地的全面改造模式，城中村改造都应当充分考虑村

民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以村民的市民化和基

层组织管理架构的转型作为改造的根本目的。改造

后的安置模式、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等都对村民适

应并融入城市社会具有深远影响（Qian, 2017）。

对于城中村村民而言，他们目前难以凭借自身

能力和“类单位”式村集体经济的照顾突破市民化

的发展困境。因此，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工作者应当

把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当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多

方面地推进村民的市民化进程：1）推进村社共同

体的转型，促进村集体公司的角色转变，打破以村

集体公司为主体的相对封闭的管理方式，调整机构

设置，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管理工作

中，促进社区组织和管治形式的转型，减少村民对

村集体公司的依赖；2）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搭建

互助互惠、平等交流的沟通平台，鼓励原村民、新

业主和租户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使得村民在广泛

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中提升社会资本，在日常的

往来和接触互动中习得市民角色的行为规范，潜移

默化地对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3）为

村民子女提供优质的师资力量，同时为失业村民提

供多种类型的再就业培训课程，并且将培训效果与

村集体分红挂钩，充分调动村民学习的自主性，切

实提升村民的文化资本；4）营造宽容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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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以及社会舆论应当加强对村民的全面认

识，提升村民以及村集体的正面形象；5）政府及

社区基层组织应当充分意识到村民维权意识的觉醒

和居民身份地位的多元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应

当更多地听取村民、新业主和租户的声音，鼓励不

同群体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提升社区内所有居民

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市民精

神；6）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方案时政府应当坚持以

人为本，兼顾公平与效率，鼓励村民、村集体、第

三方社会组织、开发商等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对话，

促进多方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到城中村的空间改造与

再生产中，充分考虑到物质空间、经济、社会、管

理等多方面因素，兼顾改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

程，但政府、新闻媒体、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城中村

改造后的社会问题与综合评估缺乏持续关注（谭肖

红 等，2019）。尽管课题组于 2011—2018年期间在

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长时序的跟踪调查，但由于村

民参与长期跟踪调查的意愿不高，因此所获取的调

查样本较少，个体差异可能会对本研究的有效性和

代表性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得本研究难以展开前后

对比，探索村民的市民化进程。近年也有学者从个

体生命历程出发，将宏观的城镇化与微观的市民化

相结合，多角度地探讨市民化问题 （冯健 等，

2017）。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都有着时代变迁的

烙印，人生中的转变都有可能反映出市民化的进

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打破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隔阂，关注城镇化洪流中每

一个个体及其背后的故事，切实推进“人的城

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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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crement planning to

inventory planning in large cities has initiated the upsurge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redevelopment has overemphasized the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neglecting the social benefits behind the

re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villagers' difficulties in re-employment, in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problems regarding citizenization. Taking the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and using the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 this paper adop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measure urban villagers'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after the re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is measured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tructur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o some extent, although the

redevelopment of Liede village has brought new changes to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undertake a large number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func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The villagers an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have formed an

exclusive and closed pattern based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s. Villagers have sought safety strategies for a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when fac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conservative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homogenous social networks have resulted in littl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quantity of their capital. In

essence, the new village community has not been restructured along with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apital of stakeholders is in a relative state of equilibrium, which has not motivated the

villagers to adapt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and re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the field. After the redevelopment of

Liede village, the vill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d, their basic rights were secured, and their newly-moved

in neighbors also exerted a demonstration effect, which considerably improved villagers' consciousness of their

roles as citizens, their behaviors, and their way of thinking. However, many villagers have not achieved self-

empowerment or integrated into the urban society, judging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itizeniz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difficulty of employment persists. Regarding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n effectively adapt to urban society, while the older generation's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re

solidified. In terms of structural integration, without a platform to interact with other social groups, it is difficult

for villagers t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Finally, regarding social identity, villagers' social status has not

improved with their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roles as citizens is inadequat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is advi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regard the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in cities as long-term social work, and carry out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skills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f villagers, and facilita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Keywords: urban village; field theory; citizenization of urban villagers; Guangzhou; Lied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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